“双碳”目标下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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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1]摘要：提高农业碳生产率是实现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亟须探究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动态演化态势及驱动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农业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通过构建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组态路径分析框架，选取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在考虑碳排放因子区域差异的基础上，对各省份农业碳排放总量、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解析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复杂因果机制及多元提升路径。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呈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的分布格局，省域间农业碳生产率差异明显；产生高农业碳生产率的组态类型包括区域经济驱动型、农业技术驱动型、种植结构与区域经济驱动型，以及种植结构与劳动力素质驱动型；抑制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组态类型则包括种植结构抑制型、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抑制型以及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抑制型；种植结构一直是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核心驱动力，城镇化率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驱动作用随时间演变有所弱化，而区域经济和劳动力素质对提升农业高碳生产率的作用有所增强。因此，需要加快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同时要注重区域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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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hancing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is an essential pathway to  achieving green and low-carb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imperative to examine the dynamic evolution trend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in China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formulating effective agricultural carbon reduction policies. By constructing a configuration path analysis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this study selects 31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data from 2006 to 2020 as samples. Consider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arbon emission factors, the total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carbon productivity of each province are measured.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s and multiple improvement paths affecting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generally exhibits an upward trend, with a distribution pattern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astern regions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are observed. The configurational types that lead to high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include the regional economic-driven type, agriculturally technology-driven type, the cropping structure and regionally economic-driven type, and the cropping structure and labor quality-driven type. On the other hand, configurational types that inhibit the improvement of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include the cropping structure-inhibited typ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rate-inhibited typ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inhibited types. Cropping structure has consistently been a core driver of high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while the driving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rate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support have weakened over time. In contrast, the roles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labor quality in enhancing high agricultural carbon productivity have strengthen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planting structures,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levels, and prioritize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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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要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碳达峰、碳中和”已经上升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碳达峰十大行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未含台湾地区，下同）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为9.31亿 t的CO2当量[1]。减少农业碳排放，提高农业碳生产率成为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的手段。农业碳生产率相较于农业碳排放总量，既能衡量以CO2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又能更加客观地反映生产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2]，兼具表征农业碳减排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面对“双碳”目标，农业在固碳减排方面具有巨大潜力[3]，因此亟须探究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动态演化态势及驱动机制，以期为制定有效的农业碳减排政策提供参考。
目前关于农业碳生产率的研究主要围绕农业碳生产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开展。在碳生产率测算方面，程琳琳等[4]、张哲晰等[5]主要采用单要素碳生产率和全要素碳生产率两种方法。单要素碳生产率主要是指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总值与同期农业碳源消耗所产生的CO2排放量的比值，是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倒数。全要素碳生产率则是基于多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或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等方法进行评估（可见于Liu等[6]、王帅等[7]研究）。在影响因素选取方面，穆佳薇等[8]指出农村受教育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技术、城镇化率、种植结构、财政支农力度等因素是关注的焦点；此外，有关研究多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如程琳琳等[9]）、Tobit模型（如田云等[10]）、面板数据模型（如Liu等[6]）、地理探测器（如穆佳薇等[8]）、二次指派程序（QAP）模型（如吉雪强等[11]）等方法研究各因素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然而，现有方法多是基于自变量相互独立、单向线性关系和因果对称性的统计技术，难以发掘自变量组态与因变量间的多重并发关系[12]。定性比较分析（QCA）可以克服传统统计方法的弊端，解决因果复杂性的现象[13]，现已被广泛应用在诸多领域。
梳理汇总后发现，有关研究仍有如下待改进之处。一是农业碳排放核算不够全面。在核算农业能源碳排放时仅核算柴油使用量，缺少对电力等能源消耗的核算；在核算畜牧业、水稻碳排放时，多数研究选取排放因子时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推荐的统一因子，对中国各区域的差异关注不足。二是较少关注因素间相互作用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农业碳生产率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依赖，存在一种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和组态，不同因素的排列组态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进而会产生促进或阻碍农业碳生产率的多元路径。三是缺少对农业碳生产率影响因素随时间演变趋势分析，即忽略了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因素组合可能产生的变化。
那么，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有哪些？这些影响因素是否组合形成了特定的驱动路径？中国农业碳生产率驱动路径随时间演变的趋势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对中国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研究相关影响因素的组合形态，从组态视角剖析各因素对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1 分析框架构建
[bookmark: _Hlk161847055]伍国勇等[2]、张哲晰等[5]认为，用单位CO2排放量带来的农业产值表征农业碳生产率，能够兼顾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大气中CO2浓度的双重目标，符合当前中国绿色低碳农业的发展要求。农业碳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受农业要素禀赋、区域特征和政策等影响[14]，据此将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因素归为以下3类。
（1）农业要素禀赋，具体包括农业技术水平、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农业碳排放，但也有研究指出技术进步可能致使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投入增加，导致产生更多碳排放量[15]，不利于农业碳生产率提升。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来看，种植业占农业比重越大，农业低碳化程度越高；而若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增加，农业碳生产率则可能有所下降[16]。从农业产业集聚来看，当畜牧业处于适度集聚水平时有助于农业碳生产率提升，但过度集聚时可能会导致低效供给或资源错配等状态，进而阻碍农业碳生产率提升[15]。农业种植结构主导着整个农业部门，对农业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种植业一般分为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两大类。农业碳生产率的变化与种植结构调整以及作物种植品种变化使用的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投入量增减有直接关系[17]。
（2）区域特征，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一般而言，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农业经济的增长往往伴随着高碳排放，加之难以平衡的财政收支，在农业方面的低碳技术研发投入会被挤占，不利于农业碳生产率提升；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政府更加关注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增加农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环境规制等手段减少农业碳排放，提高农业碳生产率[18]。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开发、人口流动、能源消耗和产业转移等均会引起碳排放量增加进而影响绿色农业发展[19]。然而，城镇化的发展也会推动农业能源消费方式的调整和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降低农业碳排放量，提升农业碳生产率[20]；此外，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人口素质和收入有所提高，有利于他们形成低碳生产意识。根据高帆[14]的研究，劳动力素质常用教育来衡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区域劳动力素质的常见指标。农户受教育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农业低碳生产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农业低碳生产技术的接受能力，进而影响农业碳生产率。
（3）农业政策支持。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干预的一种形式，政策可以通过粮食补贴、修水利、农机购置补贴等途径对农业碳生产率产生影响。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支出越大，说明政府越重视农业发展。然而，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碳生产率具有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对农业碳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14]；另一方面，农业财政支出可能会增加农业对农药、化肥等资源消耗，导致农业碳排放量增加，而且过度的财政支出可能会扰乱农业市场，影响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导致农业碳生产率降低[21]。
综上所述，农业碳生产率主要受农业要素禀赋、区域特征和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为厘清多个因素如何形成组态路径来协同影响农业碳生产率，以及组态路径在时空维度上的演变情况，构建了农业碳生产率提 升的组态路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bookmark: _Hlk191048125]图1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组态路径分析框架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农业碳排放总量和碳生产率测度
本文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核算范围包括各省份农用物资（包括化肥、农药和农膜）、水稻种植、畜禽、农业能源、翻耕土地5种碳排放源，测算方法借鉴田云等[22]研究，具体表达形式如下所示。

式（1）中：CE为农业碳排放总量；i为各碳排放源；ci为各类碳源所产生的碳排放量；ei为i类碳排放源的实际数量；为i类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
农业碳源及碳排放因子参考来源如表1所示。为了便于加总和比较，借鉴有关研究将各类温室气体统一换算为CO2当量，参考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各温室气体的换算系数，即将N2O、CH4和碳的CO2转换系数分别确定为298、25和44/12。
[bookmark: _Hlk136725451]表1 农业碳源及碳排放因子参考来源
	碳源
	细分种类
	文献来源

	农用物资
	化肥、农药、农膜
	Wen等[23]

	水稻种植
	单季稻、双季早稻、双季晚稻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
化司[24]

	畜禽养殖
	奶牛、非奶牛、水牛、绵羊、山羊、猪、马、驴、骡子、骆驼、兔和家禽等
	

	农业能源消耗
	煤炭、汽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和电力等
	Shan等[25]

	土壤翻耕
	土壤翻耕
	李波等[26]


从碳生产率定义出发，参考孟凡生等[27]研究，运用农业第一产业增加值与农业CO2排放量的比值来度量农业碳生产率；同时，遵循高帆[14]建议，在第一产业增加值中剔除了农业的中间消耗，相较于农林牧渔总产值，这更能精准反映真实产出。农业碳生产率的具体表达形式为：
（2）
式（2）中：ACP为农业CO2排放生产率（以下简称“农业碳生产率”）；AGDP为第一产业增加值。
2.1.2 fsQCA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集合论思想和组态思维，认为特定结果的产生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因而特定结果也可以由前因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来解释[12]。通过QCA分析可以比较特定结果产生好与坏的组态，从而加深对研究问题的剖析，有利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19]。 作为QCA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法，fsQCA因可以处理连续变量的程度变化或部分隶属问题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青睐[19]；此外，QCA方法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优势，不仅适用于小（10个或15个以下）、中（10个或15个～50个）规模的样本研究，也适用于大样本（100个以上）的量化分析[12]。本文涉及31个样本，属于中等规模样本，理想的条件变量个数一般在4个～7个之间，故确定7个前因条件符合要求。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bookmark: _Hlk190597168]因港澳台地区相关数据缺失，以2006－2020年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31个省份为案例样本。该研究时段的选择基于以下考虑：时间跨度完整覆盖中国3个五年规划周期（2006－2020年），其中2006年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起始年，在 “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将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列为约束性指标[28]，标志着系统性碳减排的开端。 有关数据主要来自2007－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波动影响，选择2006年为基准年进行不变价处理。
2.3 变量测量与数据校准
2.3.1 变量测量
[bookmark: _Hlk191045170]选取农业碳生产率为结果变量。借鉴Liu等[6]、田云等[22]、Cui等[29]、高帆[14]的研究，从农业资源禀赋、区域特征和农业政策支持3个维度，选取农业技术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种植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作为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7个关键因素，分别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畜牧业总产值占农林牧副渔总产值比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地区生产总值与该地区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城镇常住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农业财政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测量。
[bookmark: _Hlk136423454]2.3.2 数据校准
采用直接校准法将结果和条件变量转换为模糊隶属分数。由于农业碳生产率和农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等数据缺乏外部和理论标准，为了避免在校准过程中出现理论依据不足、主观性强或结果导向等问题，遵循主流的校准方法，将25%分位数、50%分位数和75%分位数设定为校准锚点，分别代表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30]。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校准通过取高农业碳生产率的非集实现；同时，针对样本交叉点的值在校准后刚好出现是0.5的情况，借鉴黄钟仪等[31]研究，将交叉点值调整为0.499或0.401。
考虑到随着时间演变，影响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因素间的组合也会发生变化，遵循中国5年规划时间段划分标准以及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变化趋势，将2006－2020年划分为3个时间段，即2006－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同时，为尽量避免随机扰动带来的影响，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借鉴Cui等[29]做法，选取各段时间变量的平均值，对其分开校准并分别构建fsQCA模型。以2016－2020年为例，各变量校准结果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6－2020年各变量校准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校准
	描述性分析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农业碳生产率
	0.494 
	0.371 
	0.232 
	0.369 
	0.158 
	0.692 
	0.061 

	农业技术水平
	3.491 
	2.727 
	1.810 
	2.825 
	1.299 
	7.488 
	0.941 

	农业产业结构
	32.586 
	27.524 
	22.661 
	28.811 
	9.764 
	54.013 
	12.560 

	种植结构
	76.150 
	65.203 
	52.238 
	65.468 
	15.227 
	96.480 
	37.484 

	区域经济水平
	68 509.781 
	50 283.600 
	44 651.400 
	63 171.646 
	28 111.263 
	147 291.800 
	31 846.260 

	城镇化率
	65.791 
	58.676 
	53.712 
	60.279 
	11.572 
	88.260 
	31.772 

	农村劳动力素质
	9.573 
	9.278 
	8.914 
	9.287 
	1.081 
	12.451 
	5.785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14.866 
	11.898 
	9.113 
	11.976 
	3.648 
	17.751 
	4.794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时空动态演化特征
3.1.1 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时序演变呈上升态势
如图2所示，中国农业CO2排放总量整体呈倒“N”型变化趋势：2006－2009年中国农业CO2排放总量呈下降趋势，2009－2016年呈上升趋势，2016－2020年整体呈下降趋势；CO2排放总量由2006年的10.57亿 t降低至2020年的9.71亿 t，降低了8.14%。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均值整体呈上升趋势：2006－2010年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增长较快，2011－2015年有所放缓，2016－2020年又呈现增长趋势；碳生产率由2006年的0.17万元/t增长至2020年的0.27万元/t，增长了58.82%。

图2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和CO2排放总量年度变化趋势
3.1.2 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空间格局变化明显
考虑到2006年为中国“十一五”规划开局年，而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分别为“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的收官年，因此选取2006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作为关键分析节点，有利于反映政策迭代背景下各省份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格局演变（见表3）。可见，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整体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省份农业碳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位于西部的甘肃省、贵州省、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份农业碳生产率明显低于中部、东部地区。研究期间，相较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位于西部的各省份农业碳生产率差异有扩大的态势。重庆市、四川省和陕西省农业碳生产率逐渐高于其他省份，其次是贵州省和云南省，而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农业碳生产率一直低于0.20万元/t。根据表3计算得到31个省份农业碳生产率的均值，可见研究期间，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呈明显提升趋势，由2006年的0.216上升至2020年的0.408。农业碳生产率在0.30万元/t以下的省份数量呈减少态势，由2006年的25个减少至2020年的10个。其中，农业碳生产率在0.15万元/t及以下的省份个数由2006年的8个减少到2020年的3个。在2006年仅有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和海南省6个省份的农业碳生产率高于0.30万元/t；而2020年，农业碳生产率在0.45万元/t～0.60万元/t之间以及高于0.60万元/t的省份数量分别为9个和4个。

表3中国各省份农业碳生产率年度分布
	省份
	2006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北京市
	0.193 
	0.201 
	0.211 
	0.281 

	天津市
	0.218 
	0.248 
	0.256 
	0.305 

	河北省
	0.241 
	0.329 
	0.388 
	0.547 

	山西省
	0.124 
	0.174 
	0.200 
	0.242 

	内蒙古自治区
	0.147 
	0.159 
	0.171 
	0.213 

	辽宁省
	0.317 
	0.380 
	0.430 
	0.514 

	吉林省
	0.229 
	0.309 
	0.324 
	0.412 

	黑龙江省
	0.189 
	0.200 
	0.211 
	0.257 

	上海市
	0.237 
	0.249 
	0.243 
	0.217 

	江苏省
	0.350 
	0.409 
	0.485 
	0.545 

	浙江省
	0.423 
	0.476 
	0.535 
	0.635 

	安徽省
	0.249 
	0.316 
	0.360 
	0.446 

	福建省
	0.382 
	0.494 
	0.654 
	0.779 

	江西省
	0.190 
	0.253 
	0.300 
	0.386 

	山东省
	0.268 
	0.407 
	0.456 
	0.632 

	河南省
	0.216 
	0.312 
	0.351 
	0.533 

	湖北省
	0.232 
	0.288 
	0.338 
	0.452 

	湖南省
	0.179 
	0.224 
	0.268 
	0.334 

	广东省
	0.327 
	0.432 
	0.476 
	0.574 

	广西壮族自治区
	0.221 
	0.340 
	0.429 
	0.581 

	海南省
	0.333 
	0.430 
	0.587 
	0.776 

	重庆市
	0.214 
	0.303 
	0.468 
	0.598 

	四川省
	0.269 
	0.386 
	0.459 
	0.587 

	贵州省
	0.111 
	0.260 
	0.286 
	0.338 

	云南省
	0.183 
	0.248 
	0.278 
	0.361 

	西藏自治区
	0.069 
	0.037 
	0.046 
	0.057 

	陕西省
	0.206 
	0.290 
	0.361 
	0.441 

	甘肃省
	0.120 
	0.138 
	0.160 
	0.215 

	青海省
	0.041 
	0.050 
	0.063 
	0.072 

	宁夏回族自治区
	0.105 
	0.134 
	0.144 
	0.15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110 
	0.161 
	0.147 
	0.182 

	平均水平
	0.216
	0.0.279
	0.325
	0.408


3.2 组态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碳生产率驱动机制
3.2.1 基于必要性条件分析的单因素驱动作用分析
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当其值高于0.9时，则认为该前因条件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2]，也就是说该单个前因条件（包括其非集）构成了农业碳生产率高或者碳生产率低的必要条件。使用fsQCA3.0软件得到2016－2020年致使31个省份高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必要条件。结果显示（见表4），高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超过0.9，说明并不存在致使高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单一必要条件，即农业碳生产率受农业技术水平、种植结构、农村劳动力素质等多方面因素的协同影响。
表4   致使31个省份高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必要性条件检验结果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高碳生产率
	非高碳生产率
	
	高碳生产率
	非高碳生产率

	农业技术水平
	0.388 
	0.746 
	城镇化率
	0.613 
	0.481 

	~农业技术水平
	0.715 
	0.358 
	~城镇化率
	0.501 
	0.636 

	农业产业结构
	0.452 
	0.602 
	农村劳动力素质
	0.515 
	0.574 

	~农业产业结构
	0.635 
	0.486 
	~农村劳动力素质
	0.547 
	0.488 

	种植结构
	0.561 
	0.555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0.386 
	0.748 

	~种植结构
	0.543 
	0.552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0.734 
	0.375 

	区域经济水平
	0.696 
	0.450 
	
	
	

	~区域经济水平
	0.409 
	0.658 
	
	
	


注：~代表运算逻辑的非。
3.2.2 基于充分性条件分析的多因素驱动作用分析
（1）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多因素驱动作用分析。参考郝政等[33]研究，将组态分析的一致性阈值、不一致性比例减少（PRI）一致性阈值分别设定为0.80和0.75，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以中间解为主、以简约解为辅分析2016－2020年中国高农业碳生产率的组态发现，有助于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驱动路径有4条，一致性均达到0.9以上，解的覆盖度为0.519，解释了高农业碳生产率约52%的原因（见表5）。
区域经济发展驱动型路径，体现为组态H1a、H1b和H1c，指在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的省份，人均GDP高是驱动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主导因素。从组态H1a可以看出，在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和粮食作物种植比例较低的情况下，区域经济水平高且城镇化率较高也能促进农业高碳生产率的实现，而畜牧业占比的高低对能否提高农业碳生产率并不是必要的。处于这类组态的典型省份包括福建省和重庆市，两个省市人均GDP、城镇化率在案例中的排名均相对靠前。组态H1b表明，在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且城镇化率、农业技术水平、粮食作物种植比例也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区域经济水平高、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和畜牧业占比较高也可以实现农业碳生产率提升，处于这类组态的典型省份为四川省等。组态H1c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但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的省份，如果农业技术水平、粮食作物种植比例和城镇化率较高，即使畜牧业占比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较低，也可以驱动农业碳生产率提升，典型省份包括山东省等。
【起“辅助作用”和“辅助性作用”的因素的参与程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更直接参与，一个是间接参与或次要参与。文中存在多处这两种表达，请作者核定。】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191045112]农业技术驱动型路径，体现为组态H2a和H2b，指农业技术水平高是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关键驱动因素。组态H2a和H2b的共同点表明，当一些地区拥有高的农业技术水平时，即使该地区粮食作物播种比例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小也可以提升农业碳生产率。两组态也存在部分差异，其中组态H2a是在此基础上辅助高畜牧业占比、较低城镇化率【表达不清，是否表达：组态H2a表明高畜牧业占比、较低城镇化率发挥了辅助作用】，区域经济水平则无关紧要，处于该组态的典型省份包括河南省和安徽省；而组态H2b则表明低的畜牧业占比、高人均GDP和高城镇化率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典型省份包括山东省等。安徽省、河南省和山东省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以安徽省为例，其农业技术水平是江苏省的1.75倍。
[bookmark: _Hlk190601122][bookmark: _Hlk190547818]种植结构与区域经济驱动型路径，体现为组态H3a和H3b，即在农业技术水平低的地区，高粮食作物种植比例、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农业碳生产率发挥了核心作用。两组态的区别在于，在组态H3a中，高城镇化率、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存在和高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缺席起辅助性作用，典型省份包括江苏省和辽宁省；而在组态H3b中，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高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存在以及高畜牧业占比、高低城镇化率的缺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典型省份包括陕西省。
[bookmark: _Hlk190547833][bookmark: _Hlk135503448]种植结构与劳动力素质驱动型路径，体现为组态H4a和H4b。两组态共同指出在农业技术水平低的地区，高农村劳动力素质、高粮食作物播种比例是驱动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核心因素。两组态的差异表现为：组态H4a指出，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化率的存在以及高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缺席起辅助作用，典型省份包括江苏省和辽宁省；组态H4b指出，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存在以及高畜牧业占比、高城镇化率的缺席起辅助作用，典型省份为陕西省。
表5  导致中国高农业碳生产率的组态路径
	条件
	高农业碳生产率

	
	H1a
	H1b
	H1c
	H2a
	H2b
	H3a
	H3b
	H4a
	H4b

	农业技术水平
	◊
	◊
	�
	�
	�
	V
	V
	V
	V

	农业产业结构
	
	�
	◊
	�
	◊
	
	◊
	
	◊

	种植结构
	◊
	◊
	�
	V
	V
	�
	�
	�
	�

	区域经济水平
	�
	�
	�
	
	�
	�
	�
	�
	�

	城镇化率
	�
	◊
	�
	◊
	�
	�
	◊
	�
	◊

	农村劳动力素质
	V
	V
	V
	V
	V
	�
	�
	�
	�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
	�
	◊
	V
	V
	◊
	�
	◊
	�

	一致性
	0.996
	0.960
	1.000
	0.979
	1.000
	0.933
	1.000
	0.933
	1.000

	覆盖度
	0.175
	0.077
	0.088
	0.180
	0.088
	0.204
	0.083
	0.204
	0.083

	唯一覆盖度
	0.111
	0.030
	0.025
	0.116
	0.025
	0.106
	0.003
	0.106
	0.003

	解的一致性
	0.961

	解的覆盖度
	0.519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V表示核心条件缺席，◊表示边缘条件缺席，空格表示条件可有可无。下同。
[bookmark: _Hlk135504071]（2）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多因素驱动作用分析。种植结构抑制型路径，体现为组态N1a、N1b和N1c（见表6），表明若未有较高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农业碳生产率会较低；且这些组态中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也较低，说明这些条件的缺失对于农业碳生产率具有较大负面影响。在N1c组态中，即使存在高的农业技术水平、较高的畜牧业占比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最终也导致农业碳生产率低。这一路径的典型省份包括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湖南省。
[bookmark: _Hlk190547852]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抑制型路径，体现为组态N3a和N3b，说明低畜牧业占比和低城镇化率是农业碳生产率不高的核心条件，典型省份包括甘肃省、贵州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期间，上述3个省份畜牧业占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比重均值介于20.67%和24.06%之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33%）。研究期间，甘肃省和贵州省的城镇化率均值不足4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城镇化率均值为51.41%，均处于垫底位置。
农业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抑制型路径，体现为组态N4a和N4b，表明畜牧业占比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会抑制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在组态N4a中，低的城镇化率和农村劳动力素质对非高农业碳生产率起辅助作用；在组态N4b中，低的种植结构和城镇化率起辅助作用。组态N4a和N4b典型省份主要为西部地区的甘肃省、贵州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其畜牧业占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比重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31个省份中排名相对靠后，影响了其农业碳生产率。
综上所述，即使有高的农业技术水平和较高的农业政策支持力度，但因为其他条件缺失，也会导致农业碳生产率低；且同一个省份可能存在多条路径导致产生非高的农业碳生产率。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生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路径同时表现为种植结构抑制型、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抑制型，以及农业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抑制型3种类型。
表6  导致中国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组态路径
	条件
	非高农业碳生产率

	
	N1a
	N1b
	N1c
	N2
	N3a
	N3b
	N4a
	N4b

	农业技术水平
	�
	�
	�
	�
	�
	�
	�
	�

	农业产业结构
	◊
	�
	�
	�
	V
	V
	V
	V

	种植结构
	V
	V
	V
	�
	
	◊
	
	◊

	区域经济水平
	◊
	◊
	�
	
	◊
	◊
	V
	V

	城镇化率
	◊
	
	◊
	�
	V
	V
	◊
	◊

	农村劳动力素质
	
	◊
	�
	�
	◊
	
	◊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
	�
	�
	◊
	�
	�
	�
	�
	�

	一致性
	0.899
	0.961
	0.939
	0.929
	0.878
	0.899
	0.878
	0.899

	覆盖度
	0.140
	0.179
	0.061
	0.213
	0.193
	0.140
	0.193
	0.140

	唯一覆盖度
	0.009
	0.121
	0.023
	0.166
	0.056
	0.009
	0.056
	0.009

	解的一致性
	0.926

	解的覆盖度
	0.525


3.2.3 驱动因素交互作用的阶段演化特征解析
各条件变量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相对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演变会发生变化，为此，对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的数据分别校准，研究不同时间段影响因素组态解的变化特征，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在上述两个时间段中，中国高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受多个条件变量的协同影响，并不存在单一必要条件。
表7  中国高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驱动路径的时间演变趋势
	项目
	路径类型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高农业碳生产率
	种植结构驱动型
城镇化率与农业政策支持力度驱动型
城镇化率与种植结构驱动型
	[bookmark: _Hlk135500101]城镇化率与农业政策支持力度驱动型
城镇化率与种植结构驱动型
农业政策支持力度、种植结构与劳动力素质驱动型
区域经济水平与种植结构驱动型

	非高农业碳生产率
	区域经济水平与城镇化率抑制型
劳动力素质抑制型
区域经济水平抑制型
种植结构抑制型
城镇化率抑制型
	种植结构抑制型
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率与农业产业结构抑制型
区域经济水平抑制型


[bookmark: _Hlk190547869]结合2016－2020年分析结果可知，种植结构这一因素在2006－2020年均有出现，说明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高的粮食作物播种比例。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明确提出要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2006年的68.98%增至2009－2018年的70%以上后又降至2020年的69.61%，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随着水稻品种的演进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水稻播种面积占比由2006年的19.20%降至2020年的17.96%，稻田释放的CO2排放量呈下降趋势。
[bookmark: _Hlk190547879]2006－2015年，城镇化率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多次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说明高农业碳生产率离不开高的城镇化率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而在2016－2020年这两种因素的影响作用有所弱化。城镇化率促使农业生产人数和空间的减少，从而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劳动力成本，而且间接促进产业结构转化，技术效应外溢至农业，进而减少农业碳排放，有利于农业碳生产率提升[19]。2006－2015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年均增长率高于2016－2020年。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对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4]，但这种促进作用具有短期性，长期而言农村绿色发展主要受已形成的发展路径和指导方针的影响[35]。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劳动力素质自2011年以来作为导致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核心条件。2011－2020年中国各省份人均GDP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较2006－2010年均有很大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2016－2020年又出现新的核心条件——高农业技术水平。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提高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推动农业机械化智能绿色化发展，逐步推广应用农作物喷药、施肥及灌溉等高效节能机械装备，农业生产向高效、低耗转变，农业碳排放量减少，有助于提升农业碳生产率[33]。
从非高农业碳生产率驱动路径演变来看，2006－2020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城镇化率低均作为核心条件出现，说明这些因素抑制了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缺失仅在2006－2010年作为农业碳生产率低的核心条件，而后农村劳动力素质作为驱动农业碳生产提升的核心条件，说明随着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其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逐渐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自2011年起，畜牧业占比低作为抑制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且在2016－2020年分别与低的城镇化率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组合，致使农业碳生产率低。
3.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以2016－2020年数据为例，首先将一致性阈值由0.80提高至0.85发现，产生的组态结果未发生变化。其次，将PRI一致性由0.75提高至0.80发现，组态的数量、核心条件未发生变化，而边缘条件有较小变化，有两组组态增加了畜牧业占比低作为边缘条件，但这些变化与原结果相比未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也未产生富有意义的解释，这说明上述研究结果稳健。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1）所有影响因素均无法单独构成高或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必要条件，表明单个条件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较弱，农业碳生产率受多因素协同影响。
（2）存在4条路径驱动中国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即区域经济驱动型、农业技术驱动型、种植结构与区域经济驱动型、种植结构与劳动力素质驱动型；同时，存在3条路径抑制了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即种植结构抑制型、农业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率共同抑制型、农业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共同抑制型。
（3）从时间演变来看，种植结构一直是影响中国农业碳生产率的核心因素，城镇化率和农业政策支持力度在2006－2015年是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关键因素，随后作用弱化。自2011年起，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是中国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农业技术对农业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凸显。2006－2020年期间，种植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镇化率等核心条件的缺失，致使产生了非高农业碳生产率。
4.2 政策启示
一是加快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种植结构是产生高的农业碳生产率的核心因素。各省份应切实遏制耕地“非粮化”，合理调整农作物品种结构与区域布局，在保障或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同时，减少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业投入要素，增加具有高产出的粮食作物种植品类面积；同时，结合各省份实际情况开发与推广农业减碳增汇模式，例如“光伏+设施农业”、“农光互补”、种养结合型循环农业等，通过增加绿色投入、研发优质绿色农业种源和打造绿色农业品牌等，不断壮大农业“双碳”经济体系。
二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创新农业科技是驱动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各省份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一是制定有效的政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共同搭建创新平台，实现农业绿色低碳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二是借助数字经济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农田建设、智能信息技术等与机械化相融合相适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建立健全绿色农业数字体系。三是加大农业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宣传力度与培训，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乡土技术能手等，开展农业绿色低碳技术推广与田间应用指导。
[bookmark: _Hlk191052967]三是注重区域差异化发展。种植结构分别与区域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素质组合构成的组态是驱动农业碳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这就要求江苏省、辽宁省和陕西省等省份在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应注重提升区域农村劳动力素质。通过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实地指导相结合的路径，系统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惠农政策解读等活动，提升农民职业技能与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素养和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以数字化发展引领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带动农业经济发展。而非高农业产业结构分别与非高城镇化率、非高区域经济发展组合构成的组态是产生非高农业碳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因此，甘肃省、贵州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在注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要提高城镇化率。
四是探究多条路径共同发力。中国农业碳生产率受多种因素的协同影响，不同省份农业高碳生产率驱动路径存在差异，即使同一个省份也存在多条驱动路径，但这些路径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促使农业碳生产率提升。政府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不可能同时兼顾各影响因素的发展，因此政府应采取针对性措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选择适应本地农业高碳生产率的驱动路径。例如，在南方粮食主产区，机械化深耕松土促进了农业低碳效率的提高，而免耕播种和深耕施肥则降低了低碳效率；在北方粮食主产区机械化秸秆还田提高了低碳效率，而免耕播种和节水灌溉则降低了低碳效率。

参考文献：
[bookmark: _Hlk191047867][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EB/OL]. (更新日期不详)[2025-01-10].  https://www.ditan.com/static/upload/file/20250117/1737093852155783.pdf.
[2]	伍国勇, 孙小钧, 于福波, 等. 中国种植业碳生产率空间关联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5):46-57. 
[3]	陈志钢, 徐孟. 大食物观引领下低碳减排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发展: 现状、挑战与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6):77-85. 
[4]	程琳琳, 张俊飚, 田云, 等. 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依赖效应[J]. 资源科学, 2016, 38(2):276-289. 
[5]	张哲晰, 穆月英. 产业集聚能提高农业碳生产率吗?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7):57-65. 
[6]	LIU D D, ZHU X Y, WANG Y F.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ased on carbon emission: an analysis of evolution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78:123692.1-123692.12. 
[7]	王帅, 赵荣钦, 杨青林, 等. 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效率及其空间格局: 基于河南省65个村庄的调查[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9):2092-2104. 
[8]	穆佳薇, 乔保荣, 余国新. 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县域农业低碳生产率时空格局及影响效应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23, 46(6): 968-981. 
[9]	程琳琳, 张俊飚, 何可. 空间视角下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直接作用与间接溢出效应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9, 40(11):48-56. 
[10]	田云, 王梦晨. 湖北省农业碳排放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J]. 中国农业科学, 2020, 53(24):5063-5072. 
[11]	吉雪强, 张跃松. 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动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3):675-693. 
[12]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 管理世界, 2017, 33(6):155-167. 
[13]	XING X P, CHEN T T, YANG X M,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fsQCA method[J].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23, 32(1): 353-379. 
[14]	高帆. 我国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演变趋势与影响因素: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 32(5):3-19, 53. 
[15]	张俊飚, 何可. “双碳”目标下的农业低碳发展研究: 现状、误区与前瞻[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9):35-46. 
[16]	张广胜, 王珊珊. 中国农业碳排放的结构、效率及其决定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7):18-26, 110. 
[17]	郎睿婷, 周忠学, 刘维. 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对碳效应的影响: 以渭南市大荔县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4(6):127-137. 
[18]	谢会强, 吴晓迪. 城乡融合对中国农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J]. 资源科学, 2023, 45(1):48-61. 
[19]	曾珍, 韩纪琴, 吴义根. 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1, 26(3):176-187. 
[20]	田伟, 杨璐嘉, 姜静. 低碳视角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J]. 中国农村观察, 2014(5): 59-71, 95. 
[21]	MA D L, XIAN Y P, ZHANG F T,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low-carbo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hina[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10: 980896.1-980896.15. 
[22]	田云, 张俊飚, 李波. 中国农业碳排放研究:测算、时空比较及脱钩效应[J]. 资源科学, 2012, 34(11):2097-2105. 
[23]	WEN S B, HU Y X, LIU H M. Measurement and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China: an internal structural perspective[J]. Agriculture, 2022, 12(11): 1749.1-1749.16. 
[bookmark: _Hlk191061466][24]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司.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EB/OL]. (2011-05-31)[2023-12-21].  http://www.edcmep.org.cn/tzh/ptfb/zcbz/202106/P020210601177040314696.pdf.  
[25]	SHAN Y, GUAN D, ZHENG H, et al. Data descriptor: China CO2 emission accounts 1997–2015[J]. Scientific Data, 2018, 5:170201.1-170201.14. 
[26]	李波, 张俊飚, 李海鹏. 中国农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解[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8):80-86. 
[bookmark: OLE_LINK2][27]	孟凡生, 赵艳. 工业智能化、产业集聚与碳生产率[J]. 科学学研究, 2023, 41(10): 1789-1799.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EB/OL].(2006-03-14)[2024-02-21].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68766.htm.
[29]	CUI Y, KHAN S U, SAUER J, et al. Exploring the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footprint and carbon footprint intensity: embodying carbon sink effect[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2, 846: 157507.1-157507.5. 
[30]	朱桂龙, 赛夫, 秦梓韬. 中国各省创新水平关键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识别: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1, 42(9):52-70. 
[31]	黄钟仪, 赵骅, 许亚楠. 众创空间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研究: 基于31个省市众创空间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科研管理, 2020, 41(5):21-31. 
[32]	SCHEIDER C Q, WAGEMANN C.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65.
[33]	郝政, KIHO K, 黄明浩, 等. 国家创新系统对经济赶超绩效影响的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10):33-52. 
[34]	黄伟华, 祁春节, 黄炎忠, 等. 财政支农投入提升了农业碳生产率吗?: 基于种植结构与机械化水平的中介效应[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10):2318-2332. 
[35]	杨明洪, 刘昕禹, 吴晓婷. 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绿色发展的时空效应研究[J]. 财政科学, 2022(2):85-99. 

作者简介：赵彦飞（1992－），男，河南洛阳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发展政策、科技评价、数字转型；王丽（1990－），通信作者，女，安徽阜阳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李桢（1991－），男，河北邯郸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系统恢复与评估。

（责任编辑：叶伊倩）
农业碳生产率均值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0.167291790208194	0.168719325695541	0.182162292757475	0.193593304510906	0.195320367683919	0.19882892091988	0.205524343305409	0.213637170374178	0.219347861595175	0.224992291107066	0.231108392289191	0.242715889004918	0.259499611030403	0.270720965535055	0.274420374590631	农业碳排放总量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0.5700544537094	10.2493235991457	9.27788116220173	9.21268899661729	9.57832856215658	9.8630104612382	10.0832600483078	10.0667749720426	10.2902897985408	10.4331637859064	10.4505008562969	10.31294887507	9.83481856774031	9.61068154035759	9.71122387062366	年份

农业碳生产率/（万元/t）


农业碳排放总量/108 t



2

Microsoft_Visio___1.vsdx
农业要素禀赋
区域特征
政府政策
农业技术水平
农业产业结构
种植结构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率
农村劳动力素质
农业政策支持
组
态
匹
配
农业碳生产率
高碳生产率
非高碳生产率



image1.emf
农业要素禀赋

区域特征

政府政策

 

农业技术水平

 

农业产业结构

 

种植结构

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城镇化率

 

农村劳动力素质

 

农业政策支持

组

态

匹

配

农业碳生产率

 

高碳生产率

 

非高碳生产率


image2.png




image3.png
AGDP




